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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裁出⼀条新路：解释科学⾰命的⼀个发⽣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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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约瑟之问隐含⼀个未经审视的先验：创新是⼈性的固有倾向，⽂明的任务只是释放或压抑它。本⽂提出“裁路配置”概念，⽤以捕捉⼀个
更根本的差异：⼀个⽂明如何为个体提供——或在具体压⼒下未能提供——⼀条稳定的张⼒释放回路。裁路配置包含三个相互⽣成的维度：张
⼒从何处被逼出、裁路指向何⽅、以及裁路之后如何回写与稳定。本⽂追踪1500-1700年间欧洲与中国的裁路配置是如何从具体的历史⽭盾中
被“结算”出来的。在欧洲，封建秩序、教权与新兴商业⼒量的具体冲突，将⼀些个体逼⼊⽆路可⾛的境地，⽽古希腊数学传统、⼯匠技艺
与对亚⾥⼠多德体系的批判性继承，恰好被卷⼊这些冲突，成为⼀种指向⾃然秩序的裁路资源，并最终在新⽣共同体的验证中稳定下来。在
中国，科举制度在皇权扩张与⼠⼤夫集团的博弈中被持续优化，⽣产出⼀条稳定的张⼒释放回路：苦读积累、应试释放、功名回写。这条回
路成功吸纳了裁路的冲动，将其指向道德秩序与经义阐释，并形成回写锁定。王阳明与伽利略的对⽐揭⽰了两种裁路配置的微观发⽣过程：
两⼈都被抛⼊旧路失效的绝境，都在具体的⽣存挣扎与思想试错中裁出了新路，但裁路的⽅向——⼀个指向良知本体，⼀个指向数学化⾃然
——由他们调⽤的传统资源与⾯临的具体压⼒所共同塑造。这不是“有与⽆”的差异，⽽是“指向何⽅”的分岔。本⽂的核⼼判断是：科学⾰
命之所以发⽣在欧洲，并⾮因为欧洲更⾃由或更理性，⽽是因为欧洲在那两个世纪的具体压⼒结构，恰好将⼀种指向⾃然的裁路能⼒逼了出
来，并使其稳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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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重置：从“缺失清单”到“张⼒释放回路”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
⾃李约瑟提出这个问题以来，它已经催⽣了数代研究。⼀种典型的回答路径是“清点缺失”：中国缺少形式逻辑体系、缺少实验传

统、缺少数学化的⾃然观、缺少专利制度、缺少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的科学共同体……研究者们⼿持⼀张欧洲的清单，逐项检查中国的⾏
李箱，然后指出缺少了什么。这种清点有其价值，它揭⽰了两个⽂明在制度与观念上的诸多差异。
但这种回答路径隐含⼀个未经审视的先验：创新是⼈性的固有倾向，⽂明或制度的任务只是释放或压抑它。在这个先验下，科学⾰命

成为⼀种“应该在某处⾃然发⽣”的事件——只要条件合适，⼈就会趋向创新；中国没有发⽣，是因为条件不合适。
这个先验如此深⼊，以⾄于我们⼏乎不会意识到它是⼀个假设。我们习惯性地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却不问“为什么欧洲会有”

——因为我们默认“有”是正常的，“没有”是需要解释的异常。
但⼀个关键的反例压垮了这个框架：如果创新是⼈性的普遍倾向，那么在科举制度最僵化的时代，应该能看到⼤量“被压抑的创新

者”尝试突破但失败。然⽽，历史记录显⽰的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有才能的⼈”⼼⽢情愿地、热情地投⼊到科举体系中，并
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的满⾜——功名成就的满⾜、道德圆满的满⾜、诗⽂传世的满⾜。何炳棣对明清科举的成功者群体做过系统研
究，他们并⾮“被压抑”，他们是被科举制度成功地“⽣产”出来的——⽣产成⼀种在⾃然领域创新并不必要、甚⾄不可欲的⼈。他们拥
有完整的张⼒释放回路：⼗年寒窗积累张⼒，考试中榜释放张⼒，⾐锦还乡完成回写。
这意味着，科举制度不只是“压抑了创新”，它成功地为个体提供了完整的张⼒安顿⽅案。当⼀条完整的、从积累到释放再到回写的

回路已经提供，在⾃然领域裁路就成为⼀种⾼⻛险、低回报的冒险，甚⾄是⼀种偏离正道的⻛险。
这个反例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个先验：也许，创新不是⼈性的固有倾向，⽽是⼀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具体压⼒结构逼出来的⽣存

策略。也许，不同⽂明⽣产的不只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观念，⽽是不同的“张⼒释放⽅式”——不同的从何处积累张⼒、如何释放张
⼒、释放之后如何回写的完整回路。
本⽂提出“裁路配置”概念，⽤以捕捉这个更根本的差异。裁路配置，指的是⼀个⽂明在具体历史中形成的、为个体提供（或未能提

供）张⼒释放回路的系统性安排。它不是⼀种静态的“制度”或“观念”，⽽是⼀个动态的、从具体⽭盾中“结算”出来的功能结构：规
定个体在何处被逼⼊张⼒积累、如何裁出释放的路径、裁路成功后如何被认可并稳定。



这个概念不同于“缺失清单”式思维。它不问“中国缺少了什么”，⽽问“欧洲和中国各⾃发⽣了什么？这些发⽣如何塑造了个体释
放张⼒的⽅式？”它把差异理解为“指向何⽅”的分岔，⽽⾮“有与⽆”的差距。
需要说明，本⽂所批判的“缺失清单”模式，主要是早期回应李约瑟之问的⼀种倾向。李约瑟本⼈的研究远⽐此复杂，他既揭⽰了中

国对欧洲科技的诸多贡献，也追踪了不同⽂明知识传统的分岔。同样，过去半个世纪，学术界已发展出更精致的分析框架：彭慕兰从能源
约束与殖⺠地资源⻆度解释“⼤分流”；王国斌⽐较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变迁模式；制度经济学路径强调“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
度”的差异。这些研究各⾃揭⽰了重要维度。本⽂提出的裁路配置框架，试图补充⼀个被既有分析相对忽略的层⾯：不只是在宏观层⾯⽐
较制度结构或经济变量，⽽是追问——个体在具体历史压⼒下，是如何从“⽆路可⾛”到“裁出新路”的？这⼀裁路能⼒被指向何⽅、⼜
如何被稳定或锁定？
从“缺失清单”到“裁路配置”的转向，意味着从追问“中国缺少了什么”，转向追踪“两个⽂明各⾃发⽣了什么”。本⽂不先给出

裁路配置的精确定义，⽽是直接进⼊历史现场，追踪欧洲和中国的裁路配置是如何从具体的⽭盾与挣扎中被逼出来的。这个概念的完整意
涵，将在这⼀追踪过程的结尾处才最终结晶。

⼆、欧洲的裁路：从“旧路崩塌”到“指向⾃然”
1500年前后的欧洲，没有⼈知道未来三百年会发⽣什么。他们切⾝体验到的只有⼀件事：旧的世界正在崩塌，⽽新的世界尚未成形。
那是⼀个被多重冲击撕扯的时代。宗教改⾰撕裂了救赎的确定路径；封建秩序的⽡解让⾝份轨道失效；新⼤陆的发现让既有的知识框

架溢出。但“旧路崩塌”本⾝并不会⾃动导向“科学”。崩塌同样可以导向普遍的虚⽆、⽝儒主义、回归更原始的迷信，或对新权威的狂
热皈依。历史记录显⽰，这些路径都有⼤量⼈选择。
那么，⼀种指向⾃然秩序的裁路，是如何从这种崩塌的废墟中被逼出来的？

2.1	开普勒：在⽣存绝境中结算向数学
约翰内斯·开普勒的案例，展⽰裁路配置的第⼀维度——张⼒的来源——是如何从具体困境中积累的。
开普勒并不是⼀个在宽松环境中⾃由探索的“科学家”。他⾸先是⼀个⾯临⽣存危机的⼈。作为新教徒在反改⾰的天主教领地格拉

茨，他的职位岌岌可危；他的数学才能⽆法在传统的⼤学体制内获得稳定职位；他对哥⽩尼体系的热忱与教会和路德宗正统都存在张⼒。
他被夹在教派冲突、经济不稳定和思想异端的缝隙中。
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其他⽅式释放这种⽣存张⼒？为什么不酗酒、不皈依更安全的教派、不改⾏经商、不写诗抒怀？答案藏在开普

勒的具体⾝份认同中：他是⼀个路德宗信徒，深信“通过理解上帝的创造来荣耀上帝”是数学家的天职；他已在宇宙秩序的研究中投注了
巨⼤的情感与智⼒，⽆法轻易抽⾝；作为数学家，他的尊严不允许他⾯对难题转⾝逃避。当⼀个⼈已在某条路上⾛得⾜够远、投注⾜够
多，转⾝逃离的成本往往⾼于死磕到底。开普勒的⽣存张⼒，就这样被聚焦、被锚定在学术问题上——不是他“⾃由选择”了数学，是他
的⽣命轨迹把他“锁”在了数学上。
他裁路的直接压⼒，来⾃⼀个具体的学术难题：第⾕·布拉赫留下了⼤量⽕星观测数据，但这些数据与任何现有的⾏星理论都⽆法精确

吻合。作为第⾕的继承者，他必须解决它；作为⼀个数学家，他的尊严不允许他忽略微⼩的误差；作为⼀个相信宇宙有内在秩序的⼈，他
⽆法忍受混乱。
但为什么裁向“数学规律”，⽽不是当时更主流的“星象占⼘”？这⾥，裁路配置的第⼆维度——裁路的⽅向——并⾮⾃由选择。开

普勒能够调⽤的思想资源，塑造了他裁路的⽅向。
他拥有的资源组合是独特的：第⼀，来⾃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传统的信念——宇宙是上帝⽤数学写成的书。这规定了他追问的⽅向：

不是“星象如何影响⼈事”，⽽是“⾏星如何遵循数学规则运⾏”。第⼆，第⾕留下的⾼精度观测数据，这是⼀个⼯匠传统的馈赠，它提
供了裁路可以“咬住”的经验硬核。第三，对亚⾥⼠多德-托勒密体系的深刻熟悉，这使他知道旧路在哪⾥失效。
裁路的过程，是这些资源在具体张⼒下被揉捏、重组的过程。开普勒花了数年时间，尝试了数⼗种⼏何模型，反复计算、失败、调

整。当他发现椭圆轨道能够完美匹配观测数据时，他体验到的不仅仅是智⼒解决的满⾜，⽽是⼀种深刻的、近乎宗教性的张⼒释放。他在
《新天⽂学》中写道，他“从这污秽的泥潭中被拉了出来”。裁路成功了，他裁出了⼀条指向⾃然数学秩序的新路。

2.2	伽利略：在教权与⼯匠传统的纠缠中结算⽅向
伽利略·伽利雷的裁路现场，展⽰了另⼀种张⼒结构。
他⽣活在教皇国，⼀个权⼒⾼度集中、思想控制严密的体系。他的张⼒来源部分相似：经济需求（他需要供养家庭，还背负着妹妹嫁



妆的债务）、学术竞争（与亚⾥⼠多德派的论争）、以及后来与教会的直接冲突。
但他的裁路⽅向，同样不是抽象选择的结果。⼀个关键转折点是他获得了⼀种新的⼯具：望远镜。望远镜本⾝是⼯匠传统的产物，威

尼斯和佛罗伦萨的玻璃⼯⼈在磨制镜⽚时⽆意中创造了它。伽利略敏锐地认识到其价值，他没有⽌步于将其作为军事或商业⼯具，⽽是
——在⼀种当时尚属新颖的直觉驱动下——把它指向了天空。
为什么指向天空？当他观测到⽊星有卫星时，这不仅仅是⼀个新发现。它直接冲击了亚⾥⼠多德宇宙论的核⼼教条：天体是完美的、

永恒的、围绕地球（或太阳）运⾏的。⽊星的卫星绕着⽊星转，这意味着并⾮所有天体都绕着同⼀个中⼼。这是⼀个具体的⽭盾点。
此时，伽利略裁路的⽅向正在被“结算”。他可以选择把这发现包装为对统治宇宙论的某种修正，从⽽在既有学术体系内获得位置。

但他选择了⼀条更激进的裁路：公开⽀持哥⽩尼体系，将望远镜观测作为批判整个亚⾥⼠多德-基督教宇宙论的武器。这个选择，融合了他
个⼈的冒险性格、他通过《星际信使》赢得的国际声誉带来的⾃信、以及⼀种新的“知识回报”形式的诱惑——即通过向⽂⼈共和国和宫
廷展⽰发现来获得赞助和声望，⽽⾮通过⼤学讲席。
裁路的⽅向（指向⾃然）在这⾥被⼀场具体的博弈所塑造：伽利略在教权、⼯匠技艺、学术传统和新兴赞助市场之间，裁出了⼀条以

观测为基础、以数学为语⾔、以说服新受众为⽬标的新路。

2.3	⽅向结算的制度性联结点：⾃然探究如何成为张⼒释放渠道
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案例揭⽰了⼀个关键问题：即使存在“旧路崩塌”的压⼒和“数学-⼯匠传统”的资源，两者并存并不⾃动导向“指

向⾃然”的结算。需要进⼀步追问：在16-17世纪的欧洲，⾃然探究是如何成为⼀条可供个体选择的、被制度性⽀持的张⼒释放渠道的？
⾄少存在三个制度性联结点：
第⼀，⼤学体制外的数学教席与职位。与亚⾥⼠多德逻辑和⾃然哲学在⼤学中的核⼼地位不同，数学⻓期处于边缘。但这恰恰创造了

“体制外空间”：宫廷数学家、⼯程师、地图绘制者、炮兵顾问等职位，为数学才能提供了出路。开普勒本⼈就是在这样的位置上（先是
作为第⾕的助⼿，后作为皇家数学家）得以⽣存和⼯作的。这些职位不要求神学正统，反⽽奖赏数学技能与实⽤贡献。
第⼆，宫廷与城市赞助体系。⽂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和城市商⼈阶层，形成了⼀个新兴的知识赞助市场。他们不关⼼神学正统，⽽

关⼼声望、实⽤性、娱乐性和新奇性。望远镜的军事价值、星象的预测功能、新发现的轰动效应，都能在这个市场中兑换成赞助和声望。
伽利略正是通过向美第奇家族展⽰⽊星卫星并将其命名为“美第奇星”，获得了宫廷数学家的职位。这个赞助体系，将⾃然探究与世俗声
望、经济回报联结起来。
第三，⾏会传统与⼯匠知识化。欧洲的⾏会传统保存并发展了⼤量的⼯艺知识：磨制镜⽚、铸造仪器、建造机械。这些知识⻓期处于

“实践技艺”层⾯，与“理论学术”隔绝。但16-17世纪出现了⼀个关键转变：⼀些学者（如伽利略）开始系统地向⼯匠学习、将技艺数学
化、将实践经验理论化。⻬尔塞尔称之为“⼯匠传统的学者化”。这个过程打通了经验观测与数学推理的通道，使得“指向⾃然”的裁路
有了坚实的技艺基础。
正是这些制度性联结点，使得⾃然探究不仅仅是个别天才的偶然爱好，⽽是⼀条可以被个体选择、能够提供⽣存回报、有稳定认可的

张⼒释放渠道。压⼒与资源的耦合，通过这些联结点被制度化、常态化。

2.4	回写的回路：新共同体的诞⽣
裁路成功之后，如何回写？这涉及裁路配置的第三维度——稳定机制。
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成功，并没有⽴即被教会或王权认可为“权威”。他们的裁路成果被⼀个新⽣的共同体所认可和验证。这个共同体

包括：其他懂得数学和天⽂学的⼈（如梅森）、⽀持新实验哲学的王公贵族（如美第奇家族、神圣罗⻢皇帝）、以及后来出现的科学学会
（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
这是⼀个新的回写回路。它不依赖于既定的权威（教会、⼤学），⽽依赖于共同体内部的验证标准：可重复的实验、公开的计算、数

学的逻辑。裁路成功之后，裁路者反过来创造新的认可机制，⽽⾮在既定系统内获得位置。这个回路⼀旦形成，就会⾃我强化：它吸引更
多个体尝试在⾃然领域裁路，裁路的成果进⼀步壮⼤共同体，共同体⼜提供更多的资源和认可。
欧洲裁路配置的形成，就是这样从⽆数具体的发⽣现场中“结算”出来的⼀个⾮意图结构：张⼒的来源是“旧路崩塌”的具体困境；

裁路的⽅向由具体可调⽤的传统资源（数学、⼯匠技艺）与⾯临的具体压⼒共同塑造，并通过制度性联结点被常态化；回写的回路是新⽣
共同体验证。三个维度耦合在⼀起，在历史中涌现出⼀种指向⾃然秩序的裁路配置。

三、中国的裁路：从“轨道攀登”到“回写锁定”



如果欧洲的裁路配置是在“旧路崩塌”的废墟上被逼出来的，中国的裁路配置则呈现出另⼀种形态：⼀条⾼度稳定、⾃我强化，但内
部充满张⼒与裂缝的回路。

3.1	张⼒的来源：在充满裂缝的轨道上攀登
中国⼠⼈的张⼒从何⽽来？它不同于欧洲的“旧路崩塌”，⽽是来⾃“在既定轨道上攀登”的压⼒。但这条轨道并⾮平滑的闭环，⽽

是在具体博弈中被“结算”出来、持续⾯临内部裂缝的结构。
科举制度是皇权与世家⼤族、⽂官集团与军事贵族、中央集权与地⽅势⼒之间⻓期博弈的产物。从隋唐的雏形到宋代的定型，它逐渐

形成了⼀套张⼒释放回路。但这个回路的形成，本⾝排除了其他可能：它吸纳了军事贵族的权⼒（以⽂制武）、压制了商业阶层的上升空
间（重农抑商）、排除了⼯匠与技师的社会声望。每⼀个“排除”，都是⼀次历史可能性的关闭。
且回路内部充满裂缝。⾸先是录取率极低造成的张⼒溢出。明代进⼠录取率约为4%-5%，举⼈约为1%-2%。⼤量⼠⼈终⽣被困在

“童⽣-秀才”的底层，他们的张⼒⽆法通过“中榜释放”来完成。其次，作弊、捐纳与地域配额的博弈。科举并⾮纯粹的能⼒竞争，捐纳
授官、冒籍考试、考官舞弊等现象，持续撕裂着“公平竞争”的幻象。再者，经典学习与应试技巧之间的撕裂。艾尔曼指出，⼋股⽂训练
在后期⽇益机械化，与对经典义理的真诚理解形成张⼒。
这些裂缝意味着，科举回路并⾮⼀个⾃⾜的闭环。它持续⽣产着“失败者”、“不满者”、“在体制内感到意义缺失者”。他们的张

⼒去了哪⾥？

3.2	裁路的⽅向：儒家传统的规定与转化
即便如此，中国历史上仍然有⼈被逼⼊裁路的境地。当科举轨道本⾝出现堵塞（录取率极低）、或个体在轨道上感到意义的缺失时，

裁路可能发⽣。
但裁向哪⾥？这个⽅向由⽂明提供的具体资源所规定。儒家传统提供的裁路资源，核⼼指向道德秩序与经义阐释。
王阳明的案例，展⽰这⼀过程是如何在具体⽭盾中“结算”的。
王阳明早年⾛在标准的⼠⼈轨道上。但他遭遇了⼀个具体的困境：“格⽵失败”。朱⼦学将“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即通

过对具体事物的探究来理解天理。王阳明尝试按此教导去“格”⽵⼦——盯着⽵⼦看、试图从中“格”出天理——但失败了。他病倒了，
不仅⾝体病倒，更是意义世界的崩塌：如果朱⼦学的正统⽅案对他个⼈不通，他的成圣之路在哪⾥？
他被贬谪⻰场后，被抛⼊⼀个更极端的处境：政治前途暗淡，环境恶劣，随从相继患病死亡，他⾃⼰在⽯棺中等待死亡的降临。在⽣

死边缘的压⼒下，他经历了连续数⽇的绝望挣扎。他⽆法通过研究⾃然（缺乏⼯具和传统）来获得解脱，他调⽤的思想资源主要来⾃儒家
传统的另⼀⽀——陆九渊的⼼学倾向，并结合⾃⾝的禅宗体验。在那个深夜，他突然悟到：“吾性⾃⾜”，“⼼即理”。他裁出了⼀条向
内、向良知寻找确定性的新路。
这条新路仍然指向道德秩序，⽽⾮⾃然秩序。儒家传统的资源库，提供了丰富的道德概念（仁、义、礼、智）、经性修养⽅法，但缺

乏将探究⾃然本⾝作为⽬的的规范和动⼒。王阳明的裁路，仍然是在“成圣”这个⽬标下的路径调整，⽽不是对⽬标本⾝的重置。

3.3	回写的回路：锁定与裂缝的修补
裁路之后，如何回写？王阳明创⽴⼼学，形成了⼀套完整的哲学体系。这套体系被⼠⼈共同体认可，最终被科举制度吸纳——⼼学语

录可以成为策论的素材，⼼学修养可以成为道德声望的资本。
但⼼学没有改变裁路配置的基本⽅向。它成功之后，⼠⼈们学习、辩论、传播，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在“道德修养”和“经义阐释”的

框架内进⾏。⼼学可以激进化（如泰州学派），可以保守化，但它不会⾃动延伸到对⾏星轨道的数学追问。
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形成了⼀种强⼤的“回写锁定”。⼀个通过科举成功的⼈，他反过来强化这个系统：他教育下⼀代读经应试；

他在任上推⾏符合儒家理念的治理；他在知识判断上以经典为标准；他的成功经验本⾝成为“正道”的证明。
那么，那些被回路“溢出”的张⼒——落第者、不满者、意义缺失者——他们的张⼒为何没有裁向⾃然？
答案在于缺乏“回写稳定”的制度性可能。在欧洲，⾃然探究的裁路成果可以进⼊新⽣科学共同体，获得稳定认可。在中国，没有类

似的制度性认可机制。在⾃然领域的裁路，要么停留在个⼈爱好（如张衡的天⽂仪器制作），要么被吸纳回经世传统（如天⽂历算服务于
王朝正统），⽆法形成独⽴的、⾃我强化的回路。落第者的张⼒，往往被导向成为幕僚、塾师、医⽣，或投⼊诗⽂创作——这些仍然在儒
家⽂化的认可框架内，⽽⾮指向⼀个未被制度化承认的“⾃然探究”领域。

3.4	实学的昙花：裂缝的张⼒与回写的缺失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为“张⼒溢出”的逻辑提供了关键证据。当明亡清兴的巨变使得科举轨道的可靠性受到质疑，⼠⼈的张⼒寻找
新的释放点。
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从“空谈⼼性”转向“经世致⽤”。他们批评理学对现实政治的⽆⼒，强调“实学”的价值。颜元特别

关注天⽂历算、农学、军事技术，主张“实⽂、实⾏、实体、实⽤”。这看起来像是指向⾃然的裁路。
然⽽，这种转向未能形成稳定的新回路。⾸先，清朝很快稳定统治，科举制度恢复，张⼒释放的“主回路”重新锁定在功名与经义

上。其次，实学缺乏类似欧洲科学学会那样的制度性认可机制。颜元的漳南书院虽然强调实学，但⽆法持续获得⼴泛的社会承认与资源注
⼊。再者，清初的⽂字狱和政治⾼压，使得知识分⼦的注意⼒转向考据学——这是另⼀种在经学内部的“裁路”，⽽⾮指向⾃然。
实学的昙花⼀现，反证了裁路配置的关键：仅有张⼒积累和⽅向指向是不够的，必须有稳定的回写回路，裁路才能持续并被制度化。

四、微观对照：王阳明与伽利略如何裁路
将王阳明与伽利略并置，不是为了“⽐较两个伟⼈”，⽽是为了近距离观察两种裁路配置如何塑造了个体的裁路过程。

4.1	王阳明的挣扎：在传统内部裁出新路
王阳明⻰场悟道的过程，是裁路配置微观发⽣的经典样本。
他被贬谪⻰场驿，⼀个荒蛮之地。随从相继病倒，他亲⾃采薪汲⽔、煮粥照料。在⽇夜的⽣存压⼒与对政治前途的绝望中，他制作了

⼀个⽯棺，躺进去，等待死亡。
但他没有选择⾃杀或发疯。他的裁路过程开始了。他追问：如果外在的功名、地位、⾝体的安危都⽆法依赖，还有什么可以依赖？他

调⽤的思想资源是儒家的“成圣”理想，以及陆九渊“⼼即理”的暗⽰。他尝试把“格物”从“向外探求”重新解释为“正⼼之物”——
即在⾃⼰的内⼼中确⽴标准。在那个突破的瞬间，他悟到：“圣⼈之道，吾性⾃⾜”。
这是⼀个完整的裁路过程：张⼒在⽣存绝境中被逼出；⽅向被可调⽤的儒家资源（⼼学倾向）与他的⽣存处境（⼀个被贬的⼠⼤夫必

须在精神上⾃⾜）共同规定；裁路的结果（⼼学）被⼠⼈共同体认可，最终回写并强化了儒家传统。
他裁向内⼼，裁向道德本体，⽽不是裁向⾃然。这并⾮个⼈才智的不⾜，⽽是裁路配置的塑造：儒家传统没有提供“以探究⾃然为志

业”的规范性资源，科举制度也没有为⾃然探究提供稳定的回写回路。

4.2	伽利略的博弈：在教权与技艺之间裁向天空
伽利略的裁路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张⼒结构。
他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临经济压⼒和学术野⼼的双重驱动。他不是被贬谪的官员，⽽是需要养家糊⼝、在学术竞争中胜出的“⾃

由职业者”。他的裁路过程更直接地与具体⼯具（望远镜）绑定。
当他把望远镜指向天空时，他并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他发现⽊星有卫星、⾦星有相位、太阳有⿊⼦。这些观测结果，为他此前已有所

偏好（出于数学美感）的哥⽩尼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他⾯临⼀个选择：是将这些发现包装为对正统宇宙论的“修补”，还是作为挑战正
统的“武器”？
他选择了后者。这个选择融合了他的冒险性格、他对“⽂⼈共和国”这⼀新兴认可市场的理解，以及他对教皇可能成为赞助者的期

待。他的裁路⽅向（指向数学化⾃然）被⼯匠传统（望远镜）、数学传统（哥⽩尼模型）与新兴的世俗赞助市场共同结算出来。
裁路之后，他的成果进⼊了⼀个正在形成的回写回路：《星际信使》被开普勒、梅森等⼈讨论；他的⼒学实验被整个欧洲的学者引

⽤；他虽被教会审判，但他的科学成果却在新兴的科学共同体中获得永恒的认可。

4.3	分岔的关键：回写回路的差异
两⼈都被逼⼊裁路的境地，都裁出了新路，但裁路配置的差异预先规定了分岔：
王阳明的裁路成果（⼼学）进⼊的是儒家传统的认可回路。这个回路强⼤、稳定、能够提供完整的⾝份认同与社会位置，但它的指向

被牢牢锁定在道德-政治领域。
伽利略的裁路成果（新天⽂学）进⼊的是⼀个新兴的、尚未完全稳定的认可回路（科学共同体）。这个回路脆弱、充满争议、曾与教

权发⽣剧烈冲突，但它的指向是开放的——指向⾃然本⾝的秩序。
裁路配置的差异，不是“有与⽆”的差异，是“指向何⽅”与“回写何处”的分岔。



五、理论意涵：裁路配置的不可还原论证
通过追踪裁路配置在两个⽂明中的发⽣过程，现在可以结晶其完整意涵，并完成与既有理论的硬碰硬对话。

5.1	裁路配置的完整界定
裁路配置包含三个相互⽣成的维度：

1.	 张⼒的逼出：个体在何种具体的⽣存困境与制度压⼒下，被逼⼊⽆路可⾛、必须裁路的境地？在欧洲，压⼒来⾃旧秩序崩塌后的具体裂隙；
在中国，压⼒来⾃轨道攀登过程中的堵塞与意义危机。

2.	 ⽅向的结算：个体调⽤的具体思想资源（传统、技艺、概念）与他⾯临的具体压⼒如何纠缠，从⽽“结算”出裁路的⽅向？在欧洲，数学传
统与⼯匠技艺恰好被卷⼊压⼒结构，并通过制度性联结点（宫廷赞助、体制外教席）被常态化，结算向⾃然秩序；在中国，儒家资源始终规定
着裁路指向道德与政治领域，且缺乏指向⾃然的制度性联结点。

3.	 回写与稳定：裁路成功后，成果如何被认可？是锁定在既有制度内强化系统（科举的回写锁定），还是创造新的共同体与标准（科学共同体
的回写开放）？

这三个维度不是先后步骤，⽽是在同⼀次裁路发⽣中同时运作、相互⽣成的。张⼒积累预设了⽅向的搜索；⽅向搜索预设了回写的可
能；回写回路⼜反过来塑造了张⼒的积累⽅式。

5.2	与制度激励结构的不可还原对话
⼀种可能的质疑是：裁路配置不就是“制度激励结构”的另⼀种说法吗？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激励，个体理性响应激励——这不是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覆盖的吗？
裁路配置的核⼼区分在于：它捕捉的不是“个体响应外在奖惩”的理性选择，⽽是“个体在何处获得张⼒的积累、在何处获得张⼒的

释放、释放后如何获得完整的安顿”这⼀⽣存论层⾯。
⼀个⾛科举的⼈，不只是“响应功名和财富的激励”，他是在获得⼀种完整的⽣命意义感：他的苦读被赋予道德价值（“⼗年寒窗”

本⾝就是⼀种修炼），他的成功被赋予社会认可（功名带来的⾝份转变），他的余⽣被赋予使命感（治理⼀⽅、教化⺠众）。这不是单纯
的“激励-响应”，这是“安顿”。当制度提供的不仅是外在回报，⽽是完整的意义闭环时，裁路就变得既⾼⻛险⼜⽆必要。
相反，在欧洲的“旧路崩塌”处，个体⾯临的不是“错误激励”的问题，⽽是“⽆路可⾛”的⽣存性焦虑——旧的⾝份轨道失效，新

的轨道尚未成形。裁路不是“追逐激励”，⽽是“寻找安顿”。
因此，裁路配置的解释层⾯是⽣存论性的，⽽不仅是策略性的。这是它不可还原为制度激励结构的第⼀点。

5.3	与布迪厄“场域-惯习”的不可还原对话
更精致的质疑来⾃布迪厄的框架。场域-惯习理论同样关注个体在具体社会结构中的策略⾏动与资本积累。裁路配置的“张⼒-⽅向-回

写”三维，是否只是“场域-惯习-资本”三元互动的变体？
关键区分在于：场域-惯习擅⻓分析既有位置空间内的策略游戏，⽽裁路配置侧重“游戏崩塌”时，新路如何被劈出来。
在布迪厄的框架⾥，场域是预先存在的位置空间，惯习是个体内化的游戏规则。分析的是：个体如何运⽤惯习在场域中积累资本、调

整位置。这是“再⽣产”的逻辑。
但科学⾰命恰恰不是“再⽣产”，⽽是“创⽣”——旧的游戏（亚⾥⼠多德-基督教宇宙论）崩塌了，新的游戏（现代科学）尚未存

在。开普勒和伽利略⾯临的，不是⼀个“科学场域”可以进⼊，⽽是必须在没有预设场域的情况下，裁出新路，并反过来创造新的认可机
制。
裁路配置捕捉的，正是这种“从⽆路可⾛到劈出新路”的创⽣性瞬间。这不是惯习调整，是惯习失效后，个体在⽣存压⼒下调⽤具体

资源、在具体⽅向上试探、并最终稳定新回路的过程。这个过程蕴含的创造性能量，是场域-惯习的再⽣产逻辑难以充分解释的。
因此，裁路配置的理论收益在于：它补充了“当游戏崩塌、玩家被逼⼊绝境时，新路如何发⽣”的分析维度，这是场域-惯习框架相对

忽略的。



5.4	与库恩“范式转换”的不可还原对话
裁路配置与库恩的“范式转换”看似相近：都涉及旧结构的崩塌与新结构的涌现。但库恩的分析主要在“知识内部”展开：反常积

累、危机爆发、新范式涌现、新共同体形成。

裁路配置的补充在于：它将范式转换“锚定”在个体的⽣存性挣扎上。
在库恩的框架⾥，“危机”是知识论层⾯的——理论解释不了现象。但在裁路配置的视⻆下，“危机”⾸先是⽣存论层⾯的：个体在

具体的制度压⼒、⾝份危机、经济困境中被逼⼊绝境，裁路成为⽣存策略。开普勒的危机不只是“⽕星轨道与理论不符”，更是他的职位
岌岌可危、他的信仰受到挤压、他的数学家尊严⽆法容忍误差。伽利略的危机不只是“观测数据冲击亚⾥⼠多德理论”，更是他需要养家
糊⼝、需要在学术竞争中胜出、需要在赞助市场中获得位置。
范式转换，在裁路配置的视⻆下，被理解为：知识层⾯的危机与个体⽣存层⾯的危机发⽣耦合，并通过制度性联结点被常态化，最终

在新的回写回路中稳定下来。	这提供了范式转换的“社会-⽣存论”动⼒学，补充了库恩偏重知识内部的分析。

5.5	理论收益的结晶
通过上述对话，裁路配置的理论收益可以结晶为三点：
1.	⽣存论锚定：将创新的发⽣锚定在个体的⽣存性张⼒与挣扎上，⽽⾮泛化的“⼈性倾向”或“激励响应”。
2.	创⽣性瞬间：捕捉从“⽆路可⾛”到“劈出新路”的能动机理，补充既有框架偏重“再⽣产”逻辑的不⾜。
3.	 回写回路的关键性：强调裁路成果必须获得稳定的制度性认可才能持续，这解释了为何相似的压⼒-资源组合可能结出不同的果实

（如明清实学的昙花	vs.	欧洲科学的持续）。

六、限定、反驳与可证伪性
6.1	对核⼼反例的回应
⼀个有⼒的反例是：20世纪⼤量中国留学⽣在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这证明，当⼀个⼈被抛⼊另⼀种裁路配置（现代⼤学、国际科

学共同体）后，可以“发⽣”出指向⾃然的裁路能⼒。
这恰恰反证了裁路配置的核⼼论点：裁路能⼒不是⽂明的固有属性，⽽是可以在具体压⼒-资源-回写结构中被“逼出来”的。	 19世纪

末以来，中国开始艰难建⽴现代教育体系、科研机构，留学⽣进⼊欧美⼤学——这是在为指向⾃然的裁路建⽴新的回写回路。⼀旦回路建
⽴，裁路能⼒就能被移植和培养。
但这不削弱对17世纪的解释：在明清之际，中国没有类似欧洲的“新⽣科学共同体”作为回写回路，实学转向⾃然探究的张⼒⽆法被

稳定化，只能弹回道德-政治领域。

6.2	限定与可证伪性
本⽂的判断有其限定。它聚焦于“张⼒释放回路”这⼀发⽣学层⾯，不否认经济、政治、技术等其他因素的作⽤，但坚持认为：这些

因素之外，必须解释“为什么有些⼈被这些因素驱动着去裁路”。
核⼼论点可证伪。如果未来研究发现：在1500-1700年间，中国存在⼤量尝试在⾃然领域裁路但被压制的案例，他们感到科举制度⽆

法释放其核⼼张⼒，那么本⽂的判断就需要修正。⽬前的证据指向相反：科举制度为成功者提供了完整的满⾜，⽽失败者的张⼒往往被导
向轨道内的其他选项，⽽⾮指向⾃然。
此外，裁路配置的分析框架，可能也适⽤于理解其他⽂明分岔。例如，伊斯兰⽂明在9-12世纪曾形成活跃的翻译与科学传统，但后期

为何未能继续？也许是因为⼀种指向宗教律法与神学的裁路配置被强化并锁定了。这需要另⾏研究。

七、结论：稳定本⾝的双刃剑
科学⾰命之所以发⽣在欧洲⽽⾮中国，不是源于某种“理性”或“⾃由”的有⽆，⽽是源于⼀种具体的裁路配置如何从历史压⼒中发

⽣出来。欧洲在那两个世纪的具体压⼒结构，恰好将⼀些个体逼⼊裁路的境地，⽽他们调⽤的资源恰好将裁路⽅向结算向⾃然秩序，并通
过制度性联结点被常态化，最终在新⽣共同体的验证中稳定下来。中国则形成了⼀条⾼效、完整、⾃我强化的张⼒释放回路，将裁路能⼒
吸纳并指向道德与功名领域。



这不是“先进”与“落后”的故事。⼀个已经为有才能者提供了完整的、⾜以安顿⾝⼼的张⼒释放回路的社会，对社会整合与个体满
⾜⽽⾔，或许⽐⼀种冒险的、指向未知的裁路配置更“成功”。事后看，指向⾃然秩序的裁路配置恰好是未来三百年权⼒竞争中的制胜武
器。但在当时，没有任何⼀⽅能够预⻅到这⼀点。
⼀个不需要在⾃然领域裁路就能安顿⾝⼼的社会，⼏乎不可能批量⽣产在⾃然领域裁路的⼈。这不是缺陷，⽽是稳定本⾝的双刃剑。
如果在未来，有⼈发现17世纪的中国存在⼀个活跃的、但最终被湮没的“⾃然研究会”，其成员普遍感到科举⽆法释放他们的核⼼张

⼒，那么本⽂的判断将需要被彻底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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